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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卜辞 “亚”字的一种特殊用法
看商代政治地理
———兼谈 “殷”的地域性问题
张 惟 捷
内容提要: 关于商代王畿、“四土”与“内外服”问题，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做过探
讨，所得成果亦很可观。本文对殷墟 YH127 坑出土的一组特殊卜年卜辞进行对比，发现
存在“亚”与四土在地域性质上相对的现象，由之配合传世文献、文字学以及考古材料
的观照，进一步对此问题做意义上的梳理，指出在传统的内外服观念外，商代可能还存
在一种对大邑商边缘的特定政治地理认识。此外，本文同时针对卜辞中的“殷”字进行
探讨，对其地域性用法做出较为清楚的剖析。
关键词: 商代史 四土 卜辞 亚 内外服
从 1899 年甲骨文发现起，弇藏数千年的殷代史料被重新认识，逐渐获得学术界
的重视。而史语所于 1928 年选择安阳作为中国科学考古的起点，取得了大量相关成
果，更进一步为揭橥“早期中国”提供了确切无疑的二重证据。自是迄今，学界对
商王朝的各面向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，实属有目共睹。
本文在此所欲讨论的，是关于商王朝统治领域的政治地理问题，这直接涉及传世文献
的解读与出土卜辞的检阅。作为当时东亚大陆最具力量的政治实体，其影响力由中心辐射
而出，扩及周边其他的部族方国，在这个辐射—扩散—接触的过程中，王朝实际统治领域
及影响之边界问题便形成了一个颇值深探的课题。在传世文献中，商、周王朝与职臣、周边
氏族方国构成了内服、外服的关系，这是长期以来的认知。《尚书·酒诰》有这样的记载:
自成汤咸至于帝乙，成王畏相。惟御事厥棐有恭，不敢自暇自逸，矧曰其敢崇
饮? 越在外服，侯、甸、男、卫、邦伯; 越在内服，百僚、庶尹、惟亚、惟服、宗
工，越百姓里居，罔敢湎于酒; 不惟不敢，亦不暇。惟助成王德显，越尹人祇辟。①
① 屈万里: 《尚书释义》，台北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123—12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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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话屡屡得到引用，两千多年来历经许多讨论，是商代内、外服制度的主要文本来
源。近代以来由于甲骨文的发现，地下材料恰可与传世资料互证，提供可靠的实物证
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卜辞中偶见东西南北土之称，亦可合称 “四土”，四土往往与
“商”形成相对的贞问系列，在直观上似体现出所谓内、外服的形式，因此引起近代
许多学者关注并对此主题进行论述，例如胡厚宣、陈梦家、王玉哲、李学勤、肖春
林、连劭名、宋镇豪、王震中、周书灿等先生均有专门见解，① 其他相关成果亦可谓
汗牛充栋，此处不赘。近年，康丽女士针对历来诸说进行了梳理，统整内外服与四土
相关问题，可资参看。② 虽然诸家说法略有细微出入，但大体而言，结合出土材料与
传世文献，将商王畿 ( 内服) 与四土 ( 外服) 作有机整合，视为商王朝直接统治∕
文化影响区域的政治地理基本型态，大体上可看作目前学术界主流的趋势。③
一 一组对贞卜辞系列蕴含的地理信息
应该注意的是，传统内、外服的二分观念是否真能严格对应商代疆域内在结构的
真实情形，仍有讨论空间，相较于传世文献的记载而言，基于古文字的证据目前看来
似乎并不十分充分。笔者认为，史语所于 1936 年在殷墟发掘出土的一组特殊卜甲，
其内容可作为此问题的重要参考。这是一组由五版小龟腹甲构成的同系列辞例，这里
先列出主要四组:
( 1) 甲午卜， 贞: 东土受年。
甲午卜， 贞: 东土不其受年。 《合集》④ 9735
①
②
③
④
参见胡厚宣《殷代封建制度考》，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》，第 1 册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，1944
年; 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8 年; 王玉哲《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》，
《郑州大学学报》1982 年第 2 期 ( 类似意见收入氏著《中华远古史》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0
年，第 258 页) ; 李学勤主编《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》，昆明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
476 页; 宋镇豪《商代的王畿、四土与四至》，《南方文物》1994 年第 1 期; 肖春林《殷代的四方崇拜
及相关问题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95 年第 1 期; 厉声《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、四土刍见———以殷商国家
叙述为主》，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06 年第 3 期; 王震中《商代的王畿与四土》 ( 《殷都学刊》2007
年第 4 期) 、《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》 ( 《中国史研究》2012 年第 3 期) ; 连劭名《殷墟卜辞所见商代
的王畿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95 年第 5 期; 周书灿《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》，《中
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10 年第 3 期。
康丽: 《近三十年殷商内外服制研究述评》，《殷都学刊》2015 年第 3 期。
可参王震中《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7 年第 4 期。另，近年黄铭
崇先生着力于运用现代地理学知识与科学工具，研究商代政治地理结构，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内
外服制度提供了崭新视野，可参氏著《晚商政体形态的研究———空间模型的考察》， 《新史学》 ( 台
北) ，22 卷 3 期，2011 年。
郭沫若主编，胡厚宣总编辑: 《甲骨文合集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8—1983 年。简称《合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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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) 甲午卜，亘贞: 南土受年。
甲午 《合集》9738
( 3) 甲午卜，韦贞: 西土受年。
甲午卜，韦贞: 西土不其受年。 《合集》9743
( 4) 甲午卜， 贞: 北土受年。
甲午卜， 贞: 北土不其受年。 《合集》9745
这是一组分别对“四土”受年进行的正反对贞，先试从甲骨学角度对此腹甲型态稍
做讨论。在刻写行款方面，四版皆紧沿着千里路直下，形成左右对贞，并清楚地记录
了一至六的兆序; 在字形上，它们大体可归入宾一类，不过却同时带有浓厚的宾组
类特色，这由“韦”“受”“年”等字刻成 、 、 能够明显观察到，形成这四组
卜辞独特的刻写风格。辞 ( 1 ) 的类似文例亦见于 《合集》9733 反 “癸巳卜，争:
东土受年”，其干支与甲午相连，当为一事之卜; 辞 ( 3 ) 的同文例亦见于 《合集》
9742 “甲午卜，宾贞: 西土受年”，和《合集》9733 都是典型的宾一类字体。这两版
与 ( 1) — ( 4) 例有明显的区隔，由此可见后者的独特性。①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组特殊的卜辞还有一版，其辞如下:
( 5) 甲午卜， ( 禽) 贞: ( 亚) 受年。
甲午卜， ( 禽) 贞: 不其受年。 《合集》9788
此辞的甲骨型态、大小与前四版几乎完全一致，字体也属同一类风格，反面署辞皆为
贞人 ，卜问内容同样贞问年成，但命辞主语却是仅见的 “亚”。试将这五版合而观
之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: 商王选择在同一天 ( 甲午) ，藉由五位不同的贞人
( 除韦、亘外的其他三者非常罕见) ，针对 “四土”以及 “亚”进行关于年成收获好
坏的贞问，并由一位刻手写下具有强烈宾组 类风格的卜辞。我们从卜辞内容可以清
楚见到，这五版的占卜情况显然是将 “四土”与“亚”作等位排列，使人察觉“亚”
作为命辞主语而言，在此系列卜辞中似应作为与四土相对的某种 “地域”，而非某特
指地名或氏族名。学者习知，卜辞中的 “亚”一般有人名、宗庙性建筑名、官称、
次级修饰语等用法。② 就《合集》9788 来说，张秉权先生认为:
，即亚字，在此似是地名，但在他辞中有用作人名者……可见名亚之人，
①
②
为了寻求较明确的使用时间段，除了《合集》9733 外，本组五版可与宾组 类他版做相关系连，笔者
将另文论述。另，关于“南土”该版，从龟甲大小、字体、兆序、内容来看，当由 YH127 坑流出，后
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入北图。 “北土”该版， 《乙补》5302 该片为左首甲，可与《乙》
3925 缀合，然根据挖掘号 13. 0. 12858，其反面著录为《乙》5978，拓片有字与实物不合，详细情况待
查。董作宾: 《殷虚文字乙编》，台北，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，1994 年。以下简称《乙》。
其中以官称为常见，俱参于省吾主 编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第 4 册，北 京，中 华 书 局，1999 年，第
2898—290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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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三、四、五期都有，或为侯，或为贞人，前后二百多年之间，绝非个人的寿
命所能包容。大概亚地的首领，就叫做亚或亚侯，所以亚应是一个共名 ( 氏或姓)。①
张氏并未参酌上引各相关辞例，同时对卜辞中 “亚”可作为身份指称的情形有所混
淆 ( 作为某类贵族或军事身份) ，且未将《合集》9788 “亚”与其他明确的人物氏族
分辨清楚，便做出为地名的结论，显然是有问题的。其余学者如饶宗颐先生、白玉峥
先生都曾指出“亚受年”之亚可能为地名，但无进一步申论。李学勤先生为了论述
商代“南土”的相关问题，则曾同时举出上引 ( 1 ) — ( 5 ) 例略做说明，不过并未
深入探讨，尤其未对此系列中“亚”的问题多做分析，是较为可惜之处。②
事实上，这组卜辞所透露出的讯息相当值得重视，首先就是 “四土”与 “亚”
的相对应性质。我们知道，商代的 “卜年卜辞”是甲骨文中一种重要事类，由于关
切势力范围内的农业收成，商王因而对农获的好坏进行了贞问，并记下了相关卜辞。
一般而言，卜年卜辞乃针对特定农业区、氏族领地的年成进行占卜，如下所示:
( 6) 乙卯卜，宾贞: 敦受年 《合集》9783 正
( 7) 己卯 沚不受年。 《合集》18805
( 8) 癸亥卜，王: 戈受年。十二月 《合集》8984 正
也会对泛指的较大从属区域之年成进行贞问，辞例如下:
( 9) 辛丑卜，争贞: 我受年 《合集》9674
( 10) 贞: 我奠受年 《合集》9767
( 11) 己巳卜，贞: 余受年 《合集》21747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如果辞 ( 1) — ( 4) 的 “四土”明确指的是商王朝东西南北四方
之地，则相对的辞 ( 5) 的“亚”也应同样被视为某种泛指的地域概念，而与特指的
某类人物、氏族、地点有别。此外，卜辞亦习见关于 “商受年”的贞问，一般认为
这是对商王都及其周边农获收成的关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类卜辞中 “商”可以
与四土共见，《合集》36975 的这组辞例是为人所共知的:
( 12) 东土受年。
南土受年。吉。
西土受年。吉。
北土受年。吉。
己巳王卜，贞□岁商受□
①
②
张秉权: 《殷虚文字丙编》上辑 (一)“考释”，台北，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，1957 年，第 25—26 页。
饶、白说见于省吾主编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第 4 册，第 2901—2902 页。李说见《青铜器与古代史》，台
北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 年，第 61 页。且南土受年该条未著号码、四土受年该条实为
“西土”受年。“四土”一辞似仅见《合集》21091、33272“壬申卜， ( 祷) 四土于夒宗”，未见于
武丁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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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占曰: 吉。
此版属于黄组字体，末一辞可补作 “己巳王卜，贞: 来岁商受年。王占曰: 吉”，
“来”也可能是“今”字，端看当时卜问的情况而言。在此版中，“商”作为地域概
念和四土形成了对应关系，这个 “商”显然就是宾组卜辞中习见贞问的受年地点
“商”，即历组所称的“大邑”，如:
( 13) 戊寅贞: 来岁大邑受禾。在六月卜 《合集》33241
( 14) 甲子贞: 大邑受禾。 《合集》32176
早期这两种不同组类的称法，到了黄组卜辞中开始可合称 “大邑商”，也就是以
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代王畿地带，见 《合集》36344、36513 等，王震中先生针对这
类“商”的王畿属性有深入论述，可参看。① 另外，这种以 “商”为地理核心和
“四土”并举的情况，除卜年卜辞外亦可见于军事辞例，如下所示:
( 15) 贞□ 般 商爯册 《合集》7417
( 16) 令 般比 才北爯册 《合集》7423
此二辞殆属一事，内容上有关于是否命令 “ 般”这位将领在 “商”或 “北”进行
爯册; 这是以商作为施事中心与北方并举的重要例子。应该指出的是，在与 “商”
并举情况下又有不少 “四方”之例，见 《合集》33244、33247、 《屯南》② 423、
2377 等诸多贞卜受禾例子 ( 均属历组) ，而 《屯南》1126 的 “商”与东西南北方并
举，虽然四土与四方存在概念上的细微差异，但也能在此类比较中清楚地看到 “商”
作为地域核心的特征。③
由此看来，既然在商人认知中，大邑商作为地理概念，与东西南北四方∕四土形
成相对，则若试将《合》36975 的辞例与上举辞 ( 1 ) — ( 5 ) 系列做比对，我们可
以进一步确认: 同样语境中的 “亚”与 “商”显然具有相类的性质，二者都是与
“四土”既有本质性区隔，彼此间又具有某种紧密关系的特定地理性区域。至于其详
细情形，必须先对商代四土性质稍做论述，才能进行有效且深入的论证。
二 “四土”与 “亚”的相对关系
前辈学者根据卜辞与文献的记载，已经对商代 “四土”相关问题做出不少研究
成果，在前引诸家之中，李学勤先生便曾指出:
①
②
③
可参王震中的两篇代表作《甲骨文亳邑新探》 ( 《历史研究》2004 年第 5 期) 、《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
构》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 《小屯南地甲骨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0 年。简称《屯南》。
此版的“商”与东西南北四方的兆序皆为一卜，与其他卜辞显然是不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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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周国家的统治区域，当时叫做四土。《左传》昭九年记载周景王的话说:
“我自夏以后稷，魏、骀、芮、岐、毕，吾西土也。及武王克商，蒲姑、商奄，
吾东土也; 巴、濮、楚、邓，吾南土也; 肃慎、燕、亳，吾北土也。”可见周朝
的四土，包括由世袭的诸侯治理的各诸侯国在内。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也常
常提到四土……商王这样关心统治区域的农收，是因为四土必须把他们农作物的
一部分输纳到商王那里去。这一类卜辞很清楚地反映了商朝对于四土的统治
关系。①
这里清楚点出了卜年卜辞所载的四土重要信息。朱凤瀚先生则由西周 “南国与南土”
的认识出发，指出:
周人用“南土”之类以方向加 “土”的词汇来称自己王国南部的国土，此
种命名方式，颇近于殷墟甲骨卜辞中所见商人所称的 “南土”、 “北土”、 “东
土”、“西土”。卜辞卜此四土是否 “受年”，则四土必是商王国之国土。在这点
上，周人与商人有共同的语言习惯。②
其说区分了商周时期对 “四土”“四国”概念的实际理解，非常精辟。总之，由诸多
证据看来，无论是直接或间接辖地，“四土”属于商王朝势力范围应无任何疑义。商
人实际掌握的领土即以四土之边境为大略界线，这点卜辞中未见关于四土以外方国年
成的相关贞问可以作为佐证。透过这点理解，联系前引两组辞 ( 1 ) — ( 5 ) 、 ( 12 )
受年卜辞的内容，我们可以得到如此结论: 东西南北四方土与商周时期的 “四方国”
观念不同，乃属于商王朝影响力可及的王畿外四边之地，商王关切该地区的年成，并
能够直接对其征用人员:
( 17) □令 ( 廾) 东土人。 《合集》7308
( 18) 丁卯卜，贞: 王其令 ( 廾) 众于北。 《屯南》2260
这样来看，同属地域概念的 “亚”与 “商”必同样处于四土的内缘，属于商王
朝直接统治的范畴。试着进一步从逻辑上来分析，由于上引两组卜年卜辞中，“亚”
与“商”的文例、词位相同，并同样与 “四土”相对，二者之间的关系密切，据此
合理推测，在地理分布上应存在以下四种可能性:
1. 亚等同商
2. 亚包括商
3. 商包括亚
4. 亚、商相互不被包括
①
②
李学勤: 《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》， 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·李学勤卷》，合肥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9
年，第 111—112 页。
朱凤瀚: 《论西周时期的“南国”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3 年第 4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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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商”即王畿，也就是安阳殷都所在地及其附属邻近郊鄙。如前所述，有鉴于卜辞习
见“商受年” ( 多见于宾组) 、“大邑受年” ( 多见于历组) ，可知当时的人对 “商”
的名称与意涵是相当明确的，显然不存在用 “亚”代称 “商”的可能性，由此看来
第一点并不正确。至于第二、三点，“亚”“商”的相互包括，由于缺乏传世文献以
及考古上的证据，并且在卜辞、商周金文中无法见到 “亚”字有类似性质的用法，
因此似乎也无须考虑。
笔者认为，透过综合研判，第四种可能性 “亚、商相互不被包括”是较为可信
的，这里先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着手分析。多数典籍所述商代的王畿 ( 大邑商) 和
四土 ( 四方) 之间，并非紧密相连，而应存在着一个包围大邑商、类似环状的缓冲
地域。前引《尚书·酒诰》曾记载周公对康叔的告诫，其中提到将统治范围分为内、
外服，这是西周早期对殷商政治地域分布的历史实录。王震中先生引大盂鼎 ( 《集
成》2837) 铭文“惟殷边侯田粤殷正百辟”与 《酒诰》文字做意义上的联系，是很
合理的。殷商的侯、田所任事的围绕王畿之地，正可归入后世所谓的 “外服”区域，
而这个区域的政治地理结构并不单纯。《国语·周语》载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的一段
话，指出:
夫先王之制: 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、卫宾服，蛮、夷要服，戎、狄荒
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①
这种所谓“王畿”“内服” “外服”，甚至所谓的 “五服”观念，虽然具有一定的想
象成份，后世重新建构的痕迹甚为明显，然而其间透露出某种政治地理的规律性层次
概念，从今日的考古证据来看，却远非空穴来风。王玉哲先生认为:
商、周当时王朝的情况，概括地说，就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，并以此为中
心，远远近近的周围，散布着属于王朝的几个或十几个诸侯 “据点”。 “据点”
和“据点”之间还散布着不属于王朝或者还是敌对的许多方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商、周时人对每个王朝国家所控制的国土，只会有分散于各地的一些 “点”的
观念，还没有整个领土连成为 “面”的观念。②
其说立论于上古乃地广人稀，政治组织受环境限制呈现不连续面的设想上。事实上，
透过现在的考古成果可知，城邑 ( 点) 在晚商时期已大量出现于华北平原，彼此之
间在物质文化上关系极为紧密，直接表明城邑之间形成的势力、文化之相互影响
( 面) 完全成熟，可进一步研判当时这种 “整个领土连成为面的观念”应该早已存
在。③ 此说有坚实考古学证据支撑，颇为可信。据之反思，既然 “亚”与中商有别，
①
②
③
徐元诰: 《国语集解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2 年，第 6—7 页。
王玉哲: 《中华民族早期源流》，天津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95 页。
参黄铭崇《晚商政体形态的研究———空间模型的考察》，第 161—20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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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与四土不同，从地理相对性上来判断，“亚”应可视作一种内接王畿、外邻四土，
由多据点组成的泛环形政治地理概念。对居于大邑商的殷人来说，这个 “地区”虽
然仍受到王朝的统治与强烈影响，但由于距离政治核心稍远，在管理上可能往往透过
多田、牧等氏族职官代理。这种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历时演进所形成的。裘锡圭先生根
据坚实古文字证据指出:
第一批具有诸侯性质的侯、甸、男、卫，是分别由相应的职官经历了一个发
展过程而形成的。中央王朝应该是在承认了这种由职官发展而成的诸侯以后，才
开始用“侯、甸、男、卫”等称号来封建诸侯，并把这些称号授予某些臣属方
国的君主的……应该指出，由职官发展成为诸侯的可能性，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
的。在担任斥侯保卫以及田、牧等工作的职官里，大概只有驻地离商都较远的那
些人，才有可能发展成为诸侯。①
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氏族在王朝治下能够逐渐发展为 “诸侯”。值得注
意的是，这些传统所谓诸侯与甲骨、金文中习见的“亚某”“多亚”有一定的身份系
连，部分具有亚称，或出自于亚某族。② 这些人有自己的领地，往往受命率领族众参
与军事活动:
( 19) 庚辰卜: 令多亚御犬。 《合集》5677
( 20) 壬戌卜， 贞: 其有来方，亚 其御。王受有佑。 《合集》28011
( 21) 戊辰□□贞: 翌辛 ［未］ 亚乞以众人 丁彔，呼保我。 《合集》43
( 22) 乙巳卜，何贞: 亚旁以羌其御。用。 《合集》26953
辞 ( 19) 、( 20) 、( 22) 显示“多亚”“亚 ”为王抵御敌方的情形，此类的御 ( 禦)
字学者有专门讨论。亚旁能进献羌人，可知其领地当远在大邑商之外。逦簋的铭文指
出，他们常集体受商王的邀宴:
( 23) 辛巳，王饮多亚， ，逦赐贝二朋用乍大子丁。 《集成》③ 3975
此外还有一些“多亚”与“马”有关:
( 24) 甲辰卜，贞: 乞令 以多马亚省在南□。 《合集》564 正
( 25) 贞: 多马亚其有 。 《合集》5710
( 26) 贞: 其令马亚射麋 《合集》26899
①
②
③
裘锡圭: 《甲骨卜辞中所见的“田”“牧”“卫”等职官的研究》，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古代历史、思想、
民俗卷》，上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167—168 页。此处已牵涉到典型的商代政治地理论述
焦点: “内外服”的统治管理策略与所谓诸侯的历时形成问题。这方面另可参王震中《商代都鄙邑落结
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》，其“与邑制结构相关连的商王统治方式”与裘文均为本文主要理论来源。
前者如侯奠、雀侯等，见后述; 后者如商金文中有“ 侯”，亦见《合集》36525，属于亚疑族的分支，
见 方鼎铭文相关研究，参谢明文《商代金文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复旦大学，2012 年，第 170—
171 页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。简称《集成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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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7) 壬戌卜， 贞: 惠马亚呼执。
壬戌卜， 贞: 惠戍呼执。
壬戌卜， 贞: 亞 □ 。
壬戌卜，贞: 亞 比，受于方。 《合集》28011
蔡哲茂先生曾指出:
“亚 ”可能是马亚的一员，卜辞中许多亚某可能也是马亚的一员。卜辞中
的马亚，有可以有复数的称呼—多马亚。多马亚指的是多个马亚，而非一些学者
所以为的多马与多亚。关于马亚多有 “射麋”、“涉兕”等卜辞，可见其与畋猎
有较深的关系。马亚的身分是比较尊贵的，所以会占卜“其ㄓ ( 忧) ”。目前从
卜辞中可以确知身分为马亚的只有三人: 、冓、 。①
商代冠称“亚某”的多亚，应该都是身份较高，且拥有自己领地、人众的贵族阶层，
他们与商王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，例如武丁早中期的重要将领 “雀”，又称
亚雀，便是明白不过的例子。② 赵林先生曾提出所谓“‘亚’的冠称来自与商王室通
婚”的“连襟”说，由于欠缺更多证据，此说尚无法验证，但其指出“亚”称号与商
王室必然存在的血缘关系，及其在亲属关系中的“次级”地位，则是颇有道理的。③
严志斌先生曾分析彭尊铭文，并进一步探讨商代多亚的分布问题，他表示:
铭有亚某的铜器有明确出土地点的，多数集中在河南安阳一带。另外还有: 河
北丰宁、灵寿; 河南洛阳、上蔡; 陕西岐山、凤翔、长安、渭南、淳化; 山东青
州、长清; 山西灵石; 江西遂州; 甘肃泾川。分布呈现以安阳为一个中心，而以四
周为边缘的水波纹一样的分布格局，如⊙所示。从商文化的分布来考虑，商文化的中
心区一带，却没有太多亚某的分布。在受商文化影响的地区却有较多的分布，而且多
在距安阳较远的位置。这种分布的形式，说明亚的职司与军事有很密切的关系。④
由此看来，商代的多亚大体似呈现一种以安阳为核心形成环绕的格局，这点已由考古
出土材料所证实。他们担负着王畿外围军事、生产的管理工作，具体职务则有所不
同，在商人眼中，他们与多田、多任的性质类似:
( 28) 以多田、亚、任 《合集》32992
亚与多田、任并举，共同从事某类事务。这些亚中想必有很多同时拥有具体的职务，
①
②
③
④
蔡哲茂: 《说殷卜辞的“多马”与“多射”》，《古文字与古代史》第 4 辑，台北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
所 ，2015 年，第 236—237 页。
“雀”虽非当朝王子，却非常可能具有武丁的异母兄弟、从兄弟这样的身份，参张惟捷《殷商武丁时期
人物“雀”史迹研究》，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85 本第 4 分，2014 年，第 750—754 页。
赵林: 《商代亲属称谓制度之研究成果报告》 ( 精简版) ，“‘国科会’专题研究计划”，2011 年 10 月 28
日，第 66 页。
严志斌: 《彭尊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 《殷墟与商文化———殷墟科学发掘 80 周年纪念
文集》，北京，科学出版社，2011 年，第 485—486 页。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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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商金文中有 “亚俞”者 ( 《集成》688、2245、2363 等) ，于 《集成》613 铭文:
“林 乍父辛宝尊彞。亚俞 ”，裘锡圭先生引述胡平生教授意见，已指出此人即哈
佛大学藏商玉戈铭文 “在林田俞 ”，其氏族名为 “俞”，职务名为 “田”，私名为
。商金文习见“又牧”一族，《集成》10946 － 10951 有戈，铭文 “亚又牧”，可知
此即“又”氏族担任“牧”职官者，具有“亚”称。① 又如前面指出的 “雀”，此人
称亚雀 ( 《合集》22092、《甲》② 3942 骨器等) ，具有“亚”称; 又称雀侯 ( 《合集》
19852，有不同释读方案) ，担任的是 “侯”官，花东卜辞有 “侯奠作子齿” ( 《花
东》③ 284) 、“亚奠作子齿” ( 《花东》28) ，研究者多以为此二者为一人，亚奠族之
称谓即来自于侯奠此人。这些都是明确可信的例证。
综上所述，考古 “多亚”相关器物出土地多在王畿核心与外围，往往所职司之
田、牧、侯等又是传统所谓外服之官，具有拱卫大邑商、提供物资等职责。虽然我们
不可率尔将政治、地理性质的两类 “亚”直接联系，因目前仍旧欠缺更多直接证
据，④ 但从文献材料所透露的信息来判断，此二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，笔者认为是
不能否定其可能性的。不论是因地理而政治，抑或因政治而地理，总之，作为 “外
服”强宗大族的多亚，与商代地理观念“亚”形成的相互影响，值得深入讨论。
三 从训诂与其他辞例看 “亚”的地域性质
由前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，商代作为地理概念的 “亚”应该是以一种大致环
绕商王畿周边的型态来呈现，似乎带有一种相对于中心的 “四隅”意味。这一点，
也能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进一步探索。
历来关于亚字本义的解释非常多，所述或曲承许慎 《说文》“亚，丑也，象人局
背之形”的说法，或据个人所见别出新解，不一而足，迄今未能取得共识。⑤ 不过近
人于省吾的意见值得注意。于先生曾根据传世与出土材料，详尽地对亚字古义做了分
①
②
③
④
⑤
裘锡圭: 《甲骨卜辞中所见的“田”“牧”“卫”等职官的研究》，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古代历史、思想、
民俗卷》，第 156—157、162—163 页。四土是商王朝重要的边境领土，由侯或方伯控制，除了他们自行
农耕外，商王亦派多田到他们统治辖下治田。此双重来源的农业收获应即贞问四土受年的关切中心。
这也提示我们，商代“亚”的地理位置不可率尔划分，可能也有少数的亚某是受命深入四土建立据点
的情况，例如山东苏埠屯的亚丑一族与商人必须控制鲁北盐业有关。
董作宾: 《殷虚文字甲编》，上海，商务印书馆，1948 年。简称《甲编》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 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，昆明，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 年。以下简称
《花东》。
此点蒙匿名审稿人惠予指出。
参见丁福保编《说文解字诂林》，第 15 册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0 年，第 14039—14043 页。许慎之说
与古文字证据不合，是为了在字义上联系“恶”字，实不足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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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，其文较长，为了说明问题，这里尽量予以完整引出:
麽些象形文字字典: “方隅或角落作 。” ( 二二页) 这对于我们理解亚字有
很大启发。由于古代麽些族 ( 即纳西族) 和中原部落的文化交流，故麽些象形
字和商周古文字每有互通印证之处，商器作父乙觯亚中示的亚字作 ，又左钲亚
中 的亚字作 ，均和麽些文的 字相仿。亚与阿双声，鱼歌通谐……章炳麟新
方言: “凡亚声语，后多转为可声”，又谓“阿读若亚”，甚是。早期古文字无阿
字，阿字始见于晚周的阿武戈和古玺的 “赵阿”。说文: “阿，大陵曰阿，从阜
可声。一曰，阿，曲阜也。”典籍多训阿为随为从，均与亚之训次义相因。典籍
又每训阿为曲隅。楚辞九歌少司命的“晞女发兮阳之阿”，山鬼的 “若有人兮山
之阿”，王注并训阿为曲阿。因此可知，阿之训曲隅，正与亚为方隅或角落之义
相符。①
在做了细致分析之后，于先生总结指出:
基于上述，亚字的造字本义，说文和说文学家的纡缪说法，无一是处。本文以麽
些文字的“方隅或角落作 ”为依据，与亚字相印证，则亚字象隅角之形，昭然若
揭。而且论证了亚和阿音义并相通，故亚为阿字的古文，阿为亚后起的通用字。②
其说根据二重证据立论，颇为可信。“亚”影母鱼部，“阿”影母歌部，均属阳声韵，
上古音鱼部歌部通转的现象十分习见，尤其是近年大量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更充分说明
了这一点。③ 文献“阿”地理实象为高陵，用作形容词多近、曲义。如 《玉篇·第廿
二》: “比也，曲也。”《广韵》: “曲也，近也，倚也。”《诗·卫风·考槃》传: “曲
陵曰阿。”《楚辞·山鬼》“若有人兮山之阿。”注: “曲隅也。”《穆天子传》: “丙午，
天子饮于河水之阿。”④ 《广雅》阿字有 “衺” “近” “曲京”三训，其中 “四 曰
陵，四起曰京，曲京曰阿”，王念孙指出: “阿者曲也，故大雅有卷耳阿，毛传云:
卷，曲也。”此处 “曲京”各本作 “四京”，乃承前而讹，王氏已有很好的说明。⑤
“四 曰陵”“四起曰京”，均以高地的四方周边形状为名，可见阿字的“曲”义，及
其与“周边”义的联系，应具有长远的渊源。
《逸周书·作雒》: “乃位五宫，大庙、宗宫、考宫、路寝、明堂咸有四阿、反
玷。”孔广森云: “四阿者，屋上四角为飞檐也。郑注 《仪礼》云: ‘坫在堂角。’此
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。”金鹗云: “窃思堂之四隅有反坫，屋之四隅曲而翻起为
①
②
③
④
⑤
于省吾: 《释亚》，《甲骨文字释林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9 年，第 338—339 页。
于省吾: 《释亚》，《甲骨文字释林》，第 339 页。
参王辉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8 年，第 70、72、93、113 页。
［清］ 阮元编: 《经籍籑诂》，台北，中新书局，1977 年，第 280 页。
徐复主编: 《广雅诂林》，南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180、237、777 页，王注见第 777 页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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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…… 《斯干》诗言‘宣王之宫，如翚斯飞’，以四隅之阿言也。”① 又，《周礼·考
工记》: “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”此“四阿”，郑玄注曰: “四
阿，若今四注屋。”贾公彦疏: “《燕礼》云: ‘设洗当东溜’，则此四阿，四溜者
也。”二例所指与明堂四隅有关，或为飞檐，或指屋溜，皆位于屋堂之外部曲处。②
由此看来，于先生掌握 “亚”字形音义的共、历时特征，与后世 “阿”进行比较分
析，所做出的推论是完全严谨可信的。
回过头来看字形，从上述古训流变来考量，甲骨文亚字可能表现的是 “亚”的
四斜边曲阿之形，而非着重于中间十字地带。这从 《合集》9788 此字的四点指示符
号位置也可窥见其意涵。此辞的 “ ”在一般习见的亚形之外，另外附加了点画符
号，为四个短点画 ( 左下该点残去) 。或以为饰笔，这从其他大量亚字无此类现象的
状况来看恐怕非是，而应视为与同组的其他四土作区隔，刻意加上此指示四隅概念的
标示符号为宜。从其刻画的位置来看，很可能是为了别义所做的文字异体分工，以与
一般修饰身份∕职务的亚字进行区别。③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亚”在卜辞中的地域性用法，虽然罕见，但不仅此例。何组一
类有条辞例如下:
( 29) 其 于室、亚、方。 《合集》27148
卜辞习见 祭于“血室”(《合集》13562)、“ 室” (《合集》24945)、“南室” (《合集》
551) 等例。这些“室”显然都是建筑居所名，《合集》27148 当不例外，屈万里先生对此
辞指出: “室，谓庙中之室。亚方，义未详。”④ 他是将“亚方”连读，其实“方”亦是
习见受 祭的地点∕对象，如“ 又于方有大雨”(《合集》30395)、“其又方暨河” (《合
集》30396)、“ 于南方”(《合集》8746)、“ 卜: 又四方 ” (《屯南》3661) 等。从这
些辞例来看，《合集》27148 的方应指“四方”，亦属受祭地点∕对象。进一步推敲，此辞似
表示一种由内而外的祭祀程序，则这里的“亚”很可能同样属于受祭的宾语，性质上也与
“室”“方”相近，从语序来看，应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空间概念。《合集》4889 有辞云:
( 30) 贞: 令冓以文取大任，亚。
①
②
③
④
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: 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 ( 修订本) 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538—
539 页。
《考工记》此段出于《匠人》，此记载与商周“明堂”之制有关，可参见 ［清］ 孙诒让著，汪少华点校
《周礼正义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6 年，第 4162—4168 页。《说文·雨部》: “溜，屋水流也。”溜即
屋檐滴水之处，不过孙氏以为此“四阿”当以“四栋”释之，此意见与历来旧注不合，且未及古人用
“阿”字之意，在此存疑待考。
关于卜辞中异体分工的用法，可参见张惟捷《宾组卜辞文字“异体分工”现象再探》，《第廿二届中国
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论文集》，台北，圣环图书，2011 年; 王子杨: 《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
研究》，上海，中西书局，2013 年。
董作宾、屈万里等: 《殷虚文字甲编考释》，台北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，1961 年，第 362 页。此版
龟甲缀合为《合补》9622 ［《合集》27148 ( 《甲》2813) + 《合集》27694 ( 《甲》2770) 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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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冓”“文”皆人∕氏族名，令冓以文取大任，即命令 “冓”协同或率领 “文”前去
“取大任”。辞末的“亚”字有附加点画，用法上与 《合集》9788 类似，应即异体分
工的展现，表示地域概念。全辞似省略 “在”或 “于”字。 《合集》6963、6799、
2240 有“雀获∕弗其获侯任在方”的贞问，裘锡圭先生曾指出此辞乃 “卜问雀能否
捕获‘在方’的侯任”①。由此看来， 《合集》4889 此辞也应作类似理解。取大任，
似指从“亚”这区域内的较大之“任”处征取某些事物之意。
从上引文献及各版卜辞使用情况来看，证明“亚”字确实有表示区域、空间的边
角、方隅这样一种意涵，此应即该字初文本义，后来“亚”具有之“次级”义界显然
就是由之引申而来的。进一步来判断，此字用在大范围的土地空间概念下，所表达的应
不仅限于方隅、角落，而是所有处于“中心地域”与“四土”之间，且未被此二者所涵
盖的地域。周书灿先生有相关的论述，他在肯定前述王玉哲先生的观点前提下，指出:
从这一意义讲，殷商时期，“所谓邦内外也只是形式上的分别……而邦境的划
分不但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是变动的”。既然如此，《大盂鼎》“惟殷边侯田粤殷正百
辟”之“殷边”，似乎应解释为商朝国家的周边，其当为模糊笼统的域界概念，未必
实指。殷商时期，数量众多的“殷边侯田”通过职事服役为特征的外服制，与商朝
之间建立起初级的臣属关系，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中国早期藩属体制的基本框架。②
我们认为，基于上古时期划分地理界线的先天局限———尤其是政治地理———此地域的
内外分界难以清楚划分也是可想而知。大盂鼎铭文的 “殷边侯田”所居住的这块环
绕大邑商所形成的区域，其“域界概念”确实不可能为实指，不过却明显地和中心
( 大邑商) ———四土 ( 殷商军政势力之外缘) 具有区隔。传统上称为“外服”的这片
环绕式区域，内拱王畿，外连四土，很可能就被殷人笼统地以 “亚”指称之，而这
个现象的形成除了必须与多亚的家族地理性质综合思考之外，或许与亚字初文边曲、
四隅意涵引申而来的“次级”概念存在更为直接的意义联系。③
四 “殷”的地域性问题
在论证“亚”的地域性用法之后，这里顺带谈一个相关的问题。《诗·商颂·玄
①
②
③
裘锡圭: 《甲骨卜辞中所见的“田”“牧”“卫”等职官的研究》，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古代历史、思想、
民俗卷》，第 166—167 页。
周书灿: 《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》。
前已论及，卜辞另有表“宗庙”义类的“亚”，如“父甲亚” “王入于多亚” “作亚宗”，西周金文中
也有“亚祖”“亚旅”等材料，可见“亚”的用法实多。笔者认为，虽然其性质并不单一，但在词源
上无疑有共同的归宿，或许“亚”的构型引申出了一种标志远近的亲属关系，在其宗庙意涵上可以从
这点着手思考。限于学力，本文仅针对政治地理进行讨论，请读者谅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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鸟》是东周以后商族后人对先祖的创世追忆，① 其中的第一节如下: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。②
在此诗中指出，玄鸟受天之命，来到人间，诞生了商契，契乃率领商一族，定居于茫茫殷
土大地。这里姑且不论考古学上早期商族最初的发源地为何 ( 这是近十数年来上古史的一
个重要研究热点) ，我们至少能在诗中清楚见到，商人后裔对“殷”的认知，是明确的一种
地理观念。这一点其实在卜辞中也能窥见，只不过由于材料的限制而往往受到学者的忽视。
从字形来看，“殷”字本义似与疾病有关，于省吾先生指出 “殷字象人内腑有疾
病，用按摩器以治之”; 胡厚宣先生以为 “ 字盖象一人身腹有痛，一人用手持针刺
痛之形”③。由于材料残断漫漶，缺乏完整用例，学者一直无法在卜辞中找到地名∕
氏族名用法的殷字，认为直 到 西 周 早 期 的 青 铜 器 铭 文 中，例 如 大 盂 鼎 ( 《集 成》
2837) 、保卣 ( 《集成》5415) ，才能见到明确指称商朝、商族的殷字用例。不过，卜
辞中明确指示地名用法的殷字其实是存在的，《合集》590 中有对贞一辞，值得注意:
( 31) 戊□卜，宾贞: 亡 ( 忧) 。
戊申卜，宾贞: 卜* 亡 ( 忧) 。
这是一组位于左右前甲的对贞卜辞，字体属于典型宾一类。最早张秉权在 《殷虚文
字丙编·考证》中指出:
这一版，有好些字是很显然地刻错了的，如第 ( 2 ) 辞的 “卜”字，疑是
“ ”字的误契。第 ( 7) 辞序数“六”左边的“十”字，是“七”字之误。④
诚如所言，此组对贞刻写稍有问题，但不能说是误契，右辞从版面可直接读为“戊申卜宾
甲贞卜* 亡 ”，从该“贞”字刻于刮痕之上的现象看 ( 笔者曾目验此版) ，可能“甲”
与前一“卜* ”二字属于较早契刻，应削却未削，故容易造成读辞者之混淆。另一种可能
是，该辞“甲”字属于已残断不见的右首甲残辞; 不过这并不影响对此组卜辞的核心识读。
根据文例，我们知道一般左右对贞所问理应一正一反，然此二辞皆卜问 “亡 ”，
可见其贞问焦点必在主语部分。此组左辞主语用字 “ ”虽稍有漫漶，但细审仍能
正常辨识，透过电脑反白去泐作 “ ”，应即为 “殷”字无疑。此辞所在原版为
《乙》⑤ 4046，于省吾、胡厚宣所见均为未缀合以前，故无法联系对贞做出进一步判
断。此版缀合《乙》3276 之后，补足了对应的对贞，即右前甲的 “卜* 亡 ”。从文
①
②
③
④
⑤
《国语·鲁语》: “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据《史记·宋世家》，正考
父为宋襄公时大夫。
《毛诗正义》，李学勤主编: 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1441 页。
于省吾主编: 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第 1 册，第 42—44 页。
张秉权: 《殷虚文字丙编》，第 1 册考释，第 257 页。
董作宾: 《殷虚文字乙编》，台北，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，1994 年。简称《乙》。“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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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上来看，此“卜* ”字应读内外之 “外”，与文献中商先王 “卜丙”写成 “外丙”
同例，可见，此辞应属 “殷∕外”对贞。此见解由黄天树先生最早提出，此外无人
述及。黄先生在《甲骨拼合集》第 43 则的注释 2 中提出:
“殷”( 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) 见于下列这条卜辞: 戊申卜宾贞: 卜 ( 外) 亡
忧? ∕戊申卜宾贞: 殷亡忧? ( 合 590 =乙 4046) 卜问殷都内外均没有忧患吧。①
此说可视为“殷”字在卜辞中指称商都概念的首次揭示，非常重要。由于其说较为简短，
本文以下讨论可作为黄先生意见的补充。《合集》590 此处的“殷亡忧/外亡忧”形成对贞，
明白显现出贞卜者的一种内外二分观念，亦即“以殷为内，其余为外”的思维。笔者认为，
从文献留下的线索来看，此处对贞所显示的内、外，应该理解为地理上的实际统治范围较妥。
这里被视作“内”的“殷”，与“大邑商”很可能并无二致，“殷”即以安阳为中心
的商族实际直接管辖之地域。除了前引《玄鸟》诗已有涉及之外，《尚书·盘庚上》亦载
“盘庚迁于殷，民不适有居”，同样将“殷”视为以安阳为中心的地区。我们知道，传统
所谓一、二期卜辞中，对于“商”地的认定仍是较为复杂的，例如在宾组卜辞中的“商”
存在着多种用法，屡屡为学者提及。② 直至无名组、黄组卜辞中，明确指称安阳殷墟的
“中商”“大邑商”才开始被使用，宾组中尚不存在一个代表王都的“商”，这个时期，
以“殷”为王畿之称谓，看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情形。近年来，有学者表示洹河北岸亦
可能属于、甚至是最初的“殷”地所在，杨锡璋先生透过实际考古挖掘现象表示:
《古本竹书纪年》关于盘庚迁殷的地点，最初可能是在安阳洹河北岸今京广
铁路两侧。至武丁即位，国力隆盛，方迁到现代所知的以小屯为中心的殷墟。目
前的发现，为上述推测展现出颇值重视的线索，关于这处遗址的年代和性质
( 捷按: 即后来的洹北商城) ，还有待进一步证实。③
从这十几年的出土成果来看，杨说颇为可信，至少 “殷”地包括洹河南北岸应无问
题。④ 藉此再进一步来思考，既然大邑商 ( 殷) 地区是 “内”，则前文所述 及 的
“亚”“四土”，毫无疑问就应该视作严格定义的 “外”地了。
五 结语
晚商时期的政治地理问题，一直以来是学者的探讨焦点，这一方面与早期中国政
①
②
③
④
黄天树编: 《甲骨拼合集》，北京，学苑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378 页注 2。
关于早期卜辞所载商的用法，可参韦心滢《殷墟卜辞中的“商”与“大邑商”》，《殷都学刊》2009 年
第 1 期。
杨锡璋等: 《盘庚迁殷地点蠡测》，《中原文物》2000 年第 1 期。
关于洹北商城近年发掘成果，可参唐际根《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 2005—2007 年勘查简报》， 《考
古》2010 年第 1 期; 唐际根等《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》，《考古学报》2016 年第 3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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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中心的确立问题有关，一方面也牵涉到四方疆域与周边交流的相关议题。一般而
言，学者大多以传世文献 ( 《尚书》等) 、青铜器铭文 ( 大盂鼎等) 以及卜辞 ( 四方
与大邑商) 作为主要材料，对此问题进行论述，所得成果堪称丰硕。
本文则着眼于 《合集》9788 此版甲骨，其中所举出的 “ ( 亚) 受年”，可与
另外数版的“东∕西∕南∕北土受年”作对照，得出此 “亚”具有地域性用法的可
能性。在详尽的甲骨学分析之后，对四土观念做了梳理，进一步讨论了 “亚”字的
源流、文献用法，勾稽考古学证据，并举出 “亚”在卜辞中作地域用的其他实例。
透过上述研究，本文可以明确地指出: 传统观念中，对商代政治地理的理解主要以文
献记载的“内∕外服”制度为框架，结合青铜器铭文以及卜辞的少数相关内容，以
此为基础，每个学者发展出的空间模型虽稍有不同，然大多差异不会太大。事实上，
商代存在一种称为 “亚”的空间概念，它的字源来自 “四隅、角落”的初文构形，
引申出“次级”意涵。在地域上，介于王畿 ( 大邑商) 与四土 ( 传统观念的外服之地)
之间，基本形成一个大致环状地带，其内、外并无明确的边界，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
的空间观念，众多“亚某”似乎服事其间，拱卫王畿，并提供物资。从目前的证据看
来，此“亚”地带应不属于官方认定的专有名词，但作为空间概念显然是存在的。
此外，本文尚论及“殷”作为地域概念在甲骨文中的体现，它与 “外”在两条
卜辞中做了选贞，清楚揭示二者地理性质上的相对性。由于此证据罕为学者所知，故
我们在此做了介绍，并进一步展开相关的分析。同时应该指出，这是透过复原碎片后
才能得到的重要辞例，由此可见甲骨缀合对推进殷商史发展的不可或缺与急迫性。
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“1949 年运台甲骨 《殷虚文字丙编》整理
与研究” ( FJ2017B127) 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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